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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社会计算（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的方法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导引，并
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解决社会问题。 本文从大量文献中提炼出融合

大数据与社会科学理论的五种研究类型：基于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大

数据的验证性研究、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下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研究、基
于大型互联网实验的验证性研究和基于大数据（或结合结构化数据）先探

索后验证的整合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五种研究进行了典型研究示例和若干

相关研究成果展示。
关键词：大数据　 人工智能　 社会计算　 研究方法论

一、引　 言

社会科学家一般多关注因果和解释性问题，计算机学家旨在提升预测模型

准确率。 而随着社会计算、计算社会学、计算社会科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关于

“预测性和可解释性不再是权衡和竞争，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呼吁逐渐得到重

视。 ２０２１ 年，霍夫曼（Ｊａｋｅ Ｈｏｆｍａｎ）与瓦茨（Ｄｕｎｃａｎ Ｗａｔｔｓ）等人在《自然》杂志上

发文，依据可解释性和预测性将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划分到四个象限中：
（１）描述性统计；（２）因果研究；（３）预测模型与预测因子分析；（４）因果与预测

整合的研究（Ｈｏ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其中，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是数据驱动的探

索性研究，第二象限是理论驱动的验证性研究，第四象限则是探索性和验证性结

合的研究。 本文以电子印迹大数据、整合的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大型互联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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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这三种数据来源为基础，结合单独或者整合的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方法，
为这一领域的方法论做出系统的梳理和详细的案例展示。

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的涌现。 传统社会

科学定量研究中，问卷数据存在样本规模小（兰德尔、马科夫斯基，２００６）、失真

（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３）和系统误差等问题。 而获得更准确且更大规模的数据，如经济社

会普查数据的成本极高，同时，这类数据通常时效性也较差（高见、周涛，２０１６；
Ｅｉｎａｖ ＆ Ｌｅｖｉｎ，２０１４）。

大量非结构化电子印迹数据（如网页搜索、社交网络互动内容、卫星遥感、
视频图像、移动通信、社交媒体等）的记录和积累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重大机会和挑战（舍恩伯格、库克耶，２０１３）。 一方面，这些非结构化数据

具有规模更大、实时性更强、精度更高的特点。 因此，非结构化大数据的使用既

可以降低小样本数据的稀疏性和偏差度，又可以增加社会现象动态发展过程的

可见度，更好地描述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理解和分析这类海量的非结

构化数据，需要前沿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统计力学方法，这对以统计分析为

主要工具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大批计算机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形成深度合作，旨在共

同应对社会治理和预测问题，积极应对上述传统统计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并提

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这些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者一同提出了若干新的研究分

支，包括计算社会科学（Ｌａ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计算社会经济学

（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Ｚｈｏｕ，２０２１）、社会计算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孟小峰等，２０１３；
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Ｅｖａｎｓ，２０２０），等等。 尽管这些研究分支的提法各有不同，但这

些涌现出来的新研究分支具有明显的共性，即都是基于大数据，运用统计力学、
动态建模和人工智能等方法和技术，来获得对社会现象和规律更精准的刻画，并
提出科学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科学相比，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

在研究方法的发展上，而非研究问题本身。 新研究分支虽然只是在研究方法和

数据上有所发展，却在解决重要社会问题上创生出巨大价值。 概括来说，这些研

究在与理论的对话过程中往往基于大量新数据来应用新方法，从而获得有社会

科学理论观照的新发现，因此，笔者将这些研究统称为 “社会计算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

国内关于社会计算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主要从数据、方法、工具或具体引入

某一 方法形成的新研究范式等方面展开阐述。 其中包括罗玮和罗教讲（２０１５）
基于 ２０１４ 年美国社会学年会“新计算社会学”讨论会以及相关文献，将计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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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相关内容划分为“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

网社会实验研究、计算机模拟研究和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制与开发”这五类，
主要从数据、方法和工具来做阐释，将这三个方面视为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

的“原料”。 陈云松等人 （ ２０２０ ） 则以瓦茨在 ２０１４ 年 《美国社会学杂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上对社会科学家只重视可解释性而忽略预测性的

批评为基础，重点介绍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为社会计算研究带来的新研究范式。
胡安宁等人（２０２１）从研究方法层面介绍了机器学习模型在处理个体效应异质

性中存在的优势。 罗家德等人（２０１８，２０２１）主要从方法论层面阐述了理论、数
据挖掘结果和预测模型间的动态三角对话的研究范式。

本文主旨是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阐述如何使用和整合对应的社会科学理

论、新数据和新方法来获得新发现、验证或修正理论，为相关研究者对上述不同

要素进行组合、衔接和取舍以形成完整研究提供参考和定位。 因此，我们从方法

论角度作综合梳理，辅以具体案例展示，提出社会计算驱动的五类社会科学研

究，分别是：（１）基于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２）基于大数据的验证性研究；（３）大
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下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研究；（４）基于大型互联网实验的

验证性研究；（５）基于大数据（或结合结构化数据）先探索后验证的整合研究。
这五种方法论的提炼是笔者以萨尔加尼克（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基于大数据和调

查数据提出的扩充型提问（扩展研究变量和议题）和丰富型提问（整合少数人的

调查数据与大量研究对象的大数据）两种方法论（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２０１７）为基础，结合

上述霍夫曼与瓦茨等人（Ｈｏ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四象限研究，
进一步提炼得出的分类。 在本文的划分依据下，第三类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

合下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研究以及第五类基于大数据（或结合结构化数据）先探

索后验证的整合研究尤其反映了萨尔加尼克（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２０１７）以及霍夫曼与瓦茨

等人（Ｈｏ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的方法论关切，展现了近年来的重要发展，标示着社会

科学理论和社会计算方法在进一步深度整合。
这五大方法论划分所强调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计算不是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社会数据（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的简单叠加，而是方法论层面的革新。 社会计算扎根社会现实问题，解释和联系

社会科学理论。
第二，五种方法论主要从该类研究所关注和解决的社会科学理论问题出发，

以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理论问题的探索性、验证性以及探索和验证的整合研究来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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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围绕所对话的理论或研究问题，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

来源主要包括直接获得的电子印迹数据、电子印迹数据和结构化数据的结合，或
是大规模网络实验数据。

综上所述，五种研究方法论以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为核心，以不同数据来源

为基础，组织不同测量、分析方法和模型来解决问题。 上述要素综合形成五种差

异化的方法论演进路线。 在提出上述方法论的“骨架”后，本文在每个方法论阐

述下凝练和举出一个典型的案例，并简要介绍若干其他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实

例化的方式展现五种方法论下的具体的研究步骤和范式。

二、基于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以往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往往来自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存在数据样本数

量少、主观性高的问题。 此外，当知晓自己是调查对象或实验对象，受访者会倾

向于给出更易被社会接受的答案，而非真实的答案（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３）。 本文强调的

电子化印迹数据是在研究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记录形成的，因此

叫做自然数据。 这类数据具有细粒度、大规模、强时序性的特点，因此，在开展大

数据的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可以用于分析失业情况和职场发展。 在无干预的情况

下，笔者通过分析企业员工在内部办公系统中留下的记录，发现员工在办公系统

中的活跃程度，特别是通过回溯员工间在办公系统发布任务、领取任务、上传、分
享和下载文件等行为形成的互动关系，和该员工接下来一年之内的晋升或者离

职有显著关系（张琳艳等，２０１５；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自然数据还可以用来定量刻

画两性不平等的程度。 笔者通过分析互联网求职者的简历数据，发现平均而言

女性要比男性多读一个学位或者多工作 ５ 年才能获得和男性一样的预期收入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王军等，２０１９）。
以下，笔者通过一个宗教隔离的研究案例（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来详细展示如何

采集和分析自然数据，并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宗教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宗教信仰有正面的价值，例如促进人类的合作（Ｐｕｒｚｙｃ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提高生

活的满意度 （ Ｌｉｍ ＆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１０） 以及精神和身体健康水平 （ Ｋｏｅｎｉ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等等。 与此同时，因为不同宗教之间可能存在信仰内容和观念形态的差

异，宗教之间会出现隔离现象，而这种现象对于文化演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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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存在负面的影响（Ａｔｒａｎ ＆ Ｊｅｒｅｍｙ，２０１２）。
笔者利用微博的公开数据分析宗教信徒之间形成的在线社交关系，观察这

种社交关系中不同宗教之间是否存在隔离现象。 为了从微博用户中把有宗教信

仰的用户找出来，笔者先建立了一个宗教相关关键词的列表，该词表覆盖了最常

见的一些和宗教相关的词语。 笔者在微博用户的自我介绍、标签和昵称中搜索

这些关键词，发现 １７００００ 多用户包含了词表中至少一个关键词，有 ９０００ 多用户

包含了至少两个关键词。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人工标注了这 ９０００ 多用户，确认

其中 ６８７５ 名是有特定宗教信仰的用户，分别属于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

中的一类。 随后，根据这些用户之间的关注行为形成宗教关注网络。 通过对这

一特殊社交网络的探索性分析，笔者得到以下四个主要的发现。
第一，不同宗教之间的社交隔离非常严重。 事实上，９８. ４％的微博关注关系

出现在两个信仰同一宗教的用户间，而只有 １. ６％ 的连边跨越不同宗教。 笔者

使用“同配系数”（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２００３）来比较不同类别节点间

连边的比例与随机化的网络相应连边的比例，以刻画不同类别节点之间的隔离

程度。 最终得到同配系数 ｒ ＝ ０. ９７３（ ｒ 取值的区间是［ － １，１］，ｒ ＝ １ 时表示完全

隔离）。 该结果说明不同宗教之间的社交隔离非常严重。 笔者还计算了很多其

他测量隔离程度的指数，包括 Ｅ⁃Ｉ 指数 （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 Ｓｔｅｒｎ，１９８８）、 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ａｙ 指数（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优势比（Ｍｏｏｄｙ，２００１）等，结论均相同。

第二，跨越宗教的连边对于维持整体网络的连通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交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交换和传播信息功能的网络，对于这类网络而言，连
通性是非常重要的性质。 要判断连边对于维持网络连通性的作用大小，最通常

的办法是比较去掉这些连边前后的网络连通性的差异（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笔者对

比了移除不同类型的连边前后网络的连通性，发现相比于其他算法筛选的连边，
移除跨宗教连边后网络连通性下降得最多，说明跨宗教连边在维持网络连通性

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比通过其他算法筛选出来的边都要显著得多。
第三，在中国，信仰不同宗教的微博用户中，佛教徒最具开放性。 在排除了

不同教派人数差异的影响后，笔者发现，平均而言佛教徒关注其他宗教信徒或被

其他宗教信徒关注的可能性都要更大。
第四，所有的跨宗教连边中约一半都和慈善有关。 笔者发现，在所有被分析

的 ６８７５ 个用户中，有 ３０９ 个用户至少吸引了一个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关注。 其中

有 ３３ 个属于主要发布慈善活动消息和新闻的用户。 在这 ３３ 个用户中，有 １５ 人

曾因为慈善活动被媒体报道过，有 １２ 人在微博标签中有“慈善家”这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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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 ３３ 个慈善用户只占了所有用户中的 ０. ４８％ ，但却吸引了 ４６. ７％ 的跨宗

教连边，可见慈善是增加宗教间沟通的可能切入点。
社会计算科学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从数据挖掘（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出发，在得到一

些指标值与行为规律的发现后，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与现有理论对话并进行诠

释，从而可以提出命题，以丰富、修正旧理论或发展新理论。 接下来，笔者将继续

展示如何根据上述探索研究中发现的指标和行为规律与宗教研究的相关理论进

行对话，对探索结果做出诠释并提出理论命题。
根据案例研究问题和重要发现，本研究问题与齐美尔提出的“社会距离”展

开了对话。 这个概念主要表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分离程度” （孔建勋、张晓倩，２０１７：７６）。 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帕

克认为“社会距离是用以描述人际、社会关系的状态，表征相互理解和亲密的程

度的概念”（Ｐａｒｋ，１９２４；孔建勋、张晓倩，２０１７：７７）。 博格达斯（Ｅｍｏｒｙ Ｂｏｇａｒｄｕｓ）
开发了社会距离测量量表，主要用于研究种族之间的隔离（Ｂｏｇａｒｄｕｓ，１９２５）。 已

有的一些宗教理论揭示了宗教之间由于受到历史、宗教文化、利益和资源分配失

衡以及各国“政教分离”政策的实施等影响，最终导致宗教去中心化，造成多元

文化冲突（亨廷顿，２０１３；Ｎａｔａｒａｊ，１９６５）。 上述发现一、二证实了在中国情境下宗

教分离现象的存在，并测量了分离程度。
回顾中国情境下的宗教研究，佛教非排他性的宗教观（薛克翘，２００６）解释

了发现三中佛教徒更有可能关注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的结果。 另外，社会规范理

论强调社会整体对于宗教的态度会影响信徒的幸福感（Ｅｉｃｈｈｏｒｎ， ２０１１；Ｓｔａｖｒ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在中国传统宗教中，由于佛教是沟通中国大陆与东亚、南亚、台湾

地区和香港地区的重要载体（Ｊｉ，２０１１；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２０１１），因此受到更多的重视和

认同，例如开展世界性的佛教论坛等（Ｌｕ ＆ Ｇａｏ，２０１７）。 因此，在中国佛教徒的

幸福感水平极大可能高于其他宗教信徒。
关于发现四，信徒参加宗教活动以及个人宗教身份的认同可以提升其幸福

感（Ｒｉ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当幸福感提升后，这些信徒可能更愿意关注社会慈善等

事务，同时也有更大可能关注其他宗教信仰的人。 因此，跨宗教连边大多与慈善

相关。
综上，在上述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关于发现三、四的解释还需要因果关系的

进一步验证，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以期在后续研究中把幸福感视作中介变量

来解释宗教身份认同与参与慈善活动和关注其他宗教群体的因果关系。
命题 １：个人宗教身份的认同和参加宗教活动可以提升信徒的幸福感，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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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愿意关注社会慈善。
命题 ２：个人宗教身份的认同和参加宗教活动可以提升信徒的幸福感，使信

徒愿意和其他宗教群体个人产生联系。
上述基于微博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虽然简单，但却是第一次定量化地在中

国的互联网环境中测量了宗教隔离的程度。 同时，在方法上可以让读者观察到

如何利用自然数据对宗教和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展示了从收集数据、
指标计算、数据挖掘、发现行为规律、对话理论做出诠释、提出后续有待验证的命

题的过程。
探索性研究一般到发现和诠释为止，而这里提出命题旨在展示如何在探索

和理论对话中启发后续更多因果关系的验证，从而形成理论上的推论，而非仅仅

止步于社会事实的发现。 综上所述，以电子印迹大数据为基础的探索性研究对

于理论的意义主要包括如下两点。 第一，可以使用大规模（甚至是全样本）、细
粒度、无干预的数据为理论提供新的测量方法和工具，定量化、科学化地揭示社

会规律和事实。 第二，在探索普遍性规律及变量之间可能的关联关系的基础上，
启发理论上基于因果机制的发现、提出命题，助益于后续更严格的建模和验证。

三、基于大数据的验证性研究

目前大多数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得到的实际上只是描述与关联

关系，用这种关联关系直接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是不可靠的，因为充分的解释必

须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 瓦茨曾分析了若干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指出大量

的研究都把可解释性和因果性混为一谈，同时他对因果关系的验证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即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同时应具备高预测性，从而更好

地用于政策干预（Ｗａｔｔｓ，２０１４）。 得益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预测的

效果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结合因果计量模型，以共同验证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从
而弥补了单单使用预测模型无法真正证明或者证伪理论假设的缺陷。 事实上，
关联关系也可以用于预测，所以预测精度高对于因果关系的存在是必要而非充

分的（Ｈｅｍｐｅｌ ＆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１９４８）。 另外，应用预测方法也有很多局限性（Ｊａｓｎｙ
＆ 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７；周涛，２０１７）。 因此，笔者倡导在使用预测模型得到结果后，仍需

要结合可解释人工智能方法，如 ＳＨＡＰ（ ｓｈａｐｌｅｙ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 Ｌｅｅ，２０１７）等做出理论诠释，进一步通过假设演绎、使用因果模型 ／实验来做验

６３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５



证———这样才是具有说服力的社会计算研究方法。
下面着重介绍一个基于高校学生校园行为的大数据研究学生行为和成绩之

间关系的案例（Ｃ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回顾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 第一，生活规律的

学生往往有更好的自控能力，而自控能力和成绩表现是正相关的 （ Ｐｏｒｏｐａｔ，
２００９）。 第二，更规律的生活，例如规律地吃饭、打热水、洗澡等活动，往往意味着

更好的健康状况，而健康状况与学生表现有直接的关系（Ｓａｎｔａ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实证表明，规律的吃饭行为与学业表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Ｖａｌｌａｄａｒ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尤其是吃早餐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具有正向的影响。 第三，社会发展理论表明学生习得行为就是来自其在社会化

过程中个体行为以及与他人互动的一致性（Ｃａｔａｌａ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因此有规律的

生活有助于个体的发展和增强其学校连结（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ｎｅｅｔｅｄｎｅｓｓ）。 而且，已有研

究显示，较强的学校连结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可以提高其学业表现（Ｂａｓｃｈ，２０１１；
Ｓａｍｐａｓａ⁃Ｋａｎｙｉｎｇａ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１７）。

因此我们形成了一个理论假设：有规律的生活会正向影响学生成绩。
笔者及其研究小组分析了中国某大学校园一卡通中 １８９６０ 名本科生的匿名

数据，覆盖了五个学期，包括 ３３８０５６７ 次洗澡、２００６０８８１ 次吃饭、３４６６０２０ 次进出

图书馆和 ２３０５３１１ 次在教学楼打水的记录等———这些也是第二部分强调的“自
然数据”。 笔者通过计算学生洗澡和吃饭时间的真实熵①来定量刻画生活的规

律性。 之所以采用真实熵而非香农熵②，是因为衡量学生吃饭是否规律不仅要

看时间分布是否集中，还要看是否有序，比如吃了早餐吃中餐再吃晚餐，第二天

同样吃早餐、中餐、晚餐，这是有规律的。 而如果第一天吃了早餐不吃中餐，直接

吃晚餐，第二天不吃早餐，吃中餐和晚餐，规律性相较于第一种情况有所降低。
笔者用真实熵来度量集中度和周期性（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最终证

明了假设，即生活规律的程度和学生学习成绩显著相关（Ｃ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同时控制了其他行为指数（例如努力程度）对

上述相关关系的影响，同时控制了单纯的学生行为数据等变量，最终得到生活规

律性仍然对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并且可以显著提升预测准确率（Ｃ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Ｙ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因此本案例展示从理论对话、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稳健

性检验的验证性研究过程，这一方法论已经广泛用于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

研究的方方面面，例如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张琳艳等，２０１５；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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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财富情况的分析（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
此外，大数据结合网络动态模型可以为探索复杂系统理论的动态演化机制

提供解决方案。 风险投资领域普遍存在的联合投资现象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更广

阔的市场机会（Ｈｏｃｈ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和更高的市场声望（Ｐｏｌｄｏｌｎｙ，２００１；Ｍｉｌａｎｏｖ
＆ Ｓｈｅ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３），帮助其抵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和投资风险。 中国风险联合

投资中存在“主投—跟投”的现象，这些“主投”机构一般为产业领袖。 产业领袖

会建立自己的圈子，圈子中存在其他跟投机构，这些产业领袖同时充当着沟通不

同圈子的“桥”的角色，导致小世界网络结构的形成。 但不同圈子的其他跟随者

之间则存在很少的联系，因此，这些产业领袖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紧密的

“精英俱乐部”。 笔者对中国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３ 年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事件进行整

理，将两个机构在同一时间投资同一家公司的行为视为一次联合投资，从而形成

整个风险投资产业的联合投资网络（Ｇ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笔者基于社会网理论中伙

伴选择机制（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和嵌入性理论（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建立

关于联合投资网络两种嵌入性的合作策略———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的假设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２０１７），使用基于多主体建模的方法，从网络的初始情况出发，预测

网络发展演化的过程。 在与真实风险投资网数据对比后发现，与随机选择模型

相比，这两个机制下的模拟模型在全局和局部网络特征方面更接近真实的风险

联合投资网络，并随时间变化，逐渐涌现出“精英俱乐部型小世界网络”的结构。
该研究从大数据与基于多主体的模型为中国风险投资联合网络结构的涌现提供

了理论上的解释，属于验证性研究，而过去调查问卷几乎不可能收集这类长时

段、多时间戳、全产业的社会网络数据。 由于大数据的积累，这类动态演化的问

题才可以得到解释。
在社会计算驱动的验证性研究中，无论是预测模型还是模拟模型，强调的都

是使用大数据、利用因果模型或者理论指导下的模拟模型来验证因果关系和理

论机制，最终获得变量间因果关系上的可解释性。

四、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下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研究

非结构化大数据不能取代传统的问卷调查或是档案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

据。 这两类数据的整合一方面可以测量更丰富的理论构念，增强理论发展、修正

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预测，助力社会治理，解决单一数据源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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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可以推断更多较难获得的调查数据。 大数据技术

的发展让我们有机会采集和处理与一个国家总人口规模相当（同一数量级）的
数据，例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覆盖总人口中占

据相当比例的用户。 因此，这类数据不再被看作是人口数据的一个小规模抽样，
而是可以直接表达总体的统计性质。 一方面，获得这些大数据的成本远远低于

经济或人口普查，但另一方面，这些在社交媒体和手机通信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本

身往往不能直接回答我们亟须了解的有关家庭收入、就业情况、身心健康等重要

社会问题。
将社交媒体和手机通信大数据与部分社会调查数据相结合，可以为上述难

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例如，当我们需要分析大量个体的家庭收入时，就会面

临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很多较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不进行全民经济普查，二
是这类数据往往不轻易向科研机构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

传统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少量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由于这部分数据和研究问

题非常相关且获得成本较高，我们不妨称其为“难获得的直接数据”。 另一方

面，大量社交媒体和手机通信大数据可称为“易获得的间接数据”。 当二者结

合，我们将“难获得的直接数据” 作为扎根真相（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利用机器学习的

方法，建立通过“易获得的间接数据”来预测扎根真相的模型。 先基于这些少量

样本训练优化模型，待达到相当精确度后，原则上就可以推论出所有“易获得的

间接数据”样本的“难获得的直接数据”，如使用社交媒体或智能手机用户的家

庭收入。 尽管预测得到的数据不完全准确，但是其精确度对于分析宏观问题往

往是足够的。
布卢门施托克（ Ｊｏｓｈｕａ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等人利用上述方法尝试绘制了卢旺达

全国范围的财富分布情况并识别最贫困的人口 （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２０１６；Ｓｔｅｅ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通过和运营商合作，该研究团队可以分

析匿名处理后的卢旺达 １５０ 万手机用户数十亿次电话和短信的频率数据。 他们

在卢旺达手机用户中招募了 ８５６ 名志愿者，收集了这些人非常详细的社会经济

状况的问卷调查数据，内容包括财产所有权、住宅特征、福利情况，等等。 根据这

些志愿者每人平均数千次电话和短信记录，建立了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利用志愿

者的手机记录预测他们的财富指数，预测得到的财富指数和真实财富指数之间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６８。 尽管预测数值和真实数值还存在不小的偏差，但
这个预测模型能够通过手机数据估计 １５０ 万卢旺达家庭的财富情况，并描绘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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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整个卢旺达的财富地图和贫困人口分布图。 相比大规模的经济普查或问卷调

查，这种“从间接数据推断直接数据”方法的性价比在绘制地区经济状况画像和

时事政策干预中具有显著优势。
大数据与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还可以进一步修正或探索理论。 邓巴提出

以功能划分五种不同互动模式的理论———亲族支持团体、共情群体、共宿群体、
社群或族系和部落群体（Ｄｕｎｂａｒ，１９９３；Ｄｕｎｂａｒ ＆ Ｓｐｏｏｒｓ，１９９５；Ｈｉｌｌ ＆ Ｄｕｎｂａｒ，
２００３；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Ｐｏｌｌ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黄光国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三种不

同的社会关系行为原则（Ｈｗａｎｇ，１９８７）———需求法则、人情交换法则和公平法

则。 基于此，笔者尝试探索关于中国人的人脉圈层到底可以划分为几层（罗家

德等，２０２１；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笔者以问卷调查收集到的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作

为扎根真相，再从这些用户在社交软件中互动的电子印迹化数据整理出指标，结
合扎根真相，建立五层、四层、三层探索性预测分类模型，辅以解释模型，不断寻找

准确率最高的划分方式，从而得到最合适的圈层结构。 初步探索结果发现，家人、
亲密熟人、一般熟人、认识之人四层模型解释力最强，预测模型最逼近扎根真相。

综上所述，融合大数据与社会调查的探索性或验证性研究主要强调的是使

用大数据和预测模型来提出新的测量模型，建立基于理论构念或需要通过问卷

调查和定性访谈获得的“扎根真相”，形成新的测量模型，从而通过易取得的大

数据和预测模型去估计不易获得的扎根真相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展现大数据与

调查数据结合后的价值，解决各类社会科学问题，极大地满足了社会治理、营销

等多个场景中对于获得更具实时性、全局性、低成本性的扎根真相的应用需求。

五、基于大型互联网实验的验证性研究

除了电子印迹收集到的“自然数据”以及与社会调查和结构化数据整合得

到的数据外，另外一种重要的大数据来源就是网络实验收集的数据。 这类数据

具有规模较大、成本较低、代表性较高的特点，为以实验为基础的验证性研究带

来了新的机遇。
社会实验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中抽象和模拟真实社会情景，并通过受试者在

实验室中的反馈推断真实人群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也是最近半

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使用的手段之一。 与观察行为不同，研
究人员开展实验，以期系统性地干预世界，获得因果性的验证（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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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设计中，研究者可以设计随机对照实验以排除混杂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

要先提出理论假设，然后把假设转化成研究设计。 具体来说，包括设计实验方

式、确定混杂因素、具体设计实验、招募参与者、随机分组、实施干预、测量结果、
验证假设、得出结论等步骤（陈晓萍等，２０１２）。 因此，实验是一种严格以理论为

指导的研究类型，是一种验证性研究。
虽然传统的线下实验研究是因果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范式，但也存在如

下局限。 第一，由于招募志愿者和实施实验的成本较高，因此受试者数量往往很

少，由此造成统计显著度和可信度降低。 第二，为了节省成本和实施方便，很多

研究人员直接在其工作的校园内招募志愿者，这些被招募的学生并不能充分代

表广泛人群，因此实验结果的普适性常被质疑。 最近开放科学合作组织对 １００
项心理学实验进行了重复，结果发现，成功复现的实验还不到 ４０％ （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 尽管对于这个结论还存在争议 （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小样本的实验室心理行为研究的可信度远

低于预期。
运用互联网的手段设计和实施大规模社会科学实验有望克服原有实验设计

成本过高、样本数量较少、样本代表性不足等问题。 例如，在米尔格拉姆（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ｉｌｇｒａｍ）著名的线下小世界实验中，其中一次，他让受试将发出的 ２９６ 封信件通

过熟人关系送达随机选择的千里之外的陌生人（Ｍｉｌｇｒａｍ，１９６７）。 事实上只有 ６４
封信件送到了收件者手中，米尔格拉姆仅从这 ６４ 封信件要经历多少次转手中得

到了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即两个陌生美国人之间只隔了五个中间的熟人就

可以相互连接起来。 与之相对，多德（Ｐｅｔｅｒ Ｄｏｄｄｓ）等人利用互联网上电子邮件

重做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Ｄｏｄｄ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来自 １６８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９８８６５
人参加了这次实验，数据可信度和推论范围远超过米尔格拉姆的线下实验。 实

验的结果显示，在当时普遍使用的互联网通信网络中，人们连接更加紧密，美国

大陆的“六度分离”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四度分离”。
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用大规模互联网实验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工作是

邦德（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ｎｄ）等人针对美国议会大选做的涉及 ６１００ 多万人的政治动员实

验（Ｂ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他们假设个人的投票行为会受到朋友投票行为的影响。
通过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合作，他们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美国议会大选日当天，以所有

１８ 岁以上登录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网页的用户为实验对象并将其划分为三类：（１）社会

组———实验对象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页面“新闻推荐”栏目的顶部会出现一个鼓励用户

去投票的通告，并提供帮助用户找到附近的投票站的链接。 这个通告下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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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写着“我已经投过票了”的按钮，用户通过点这个按钮来表达政治选择，该信

息可以被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好友获取。 此外，用户还可以看到好友中已经点了那个按钮

的数量，系统还会随机展示 ６ 个报告投过票的朋友的头像。 （２）信息组———用

户除了看不到任何投过票朋友的头像外，能够得到和社会组完全相同的信息。
（３）控制组———用户在自己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主页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信息。

这个研究最终发现，社会组有 ２０. ０４％的人会点击“我已经投过票了”按钮，
而信息组只有 １７. ９６％ ，相差 ２. ０８％ 。 这证明了社会化的场景会大幅度提高人

们政治表达的意愿。 此外，通过对比真实的投票记录来分析这些用户是否真正

会去投票，研究者发现，社会组和信息组的真实投票率相同，都比没有得到信息

的用户高 ０. ３９％ ，进一步证明利用人际关系网络的政治动员是有效果的。 另

外，社会组和信息组的真实投票率相同说明社会场景更多是让人们愿意表达和

分享，而不是立刻和直接地改变人的行为。
网络大规模科学实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线下实验样本量小、代表性

不足等缺陷，也给社会科学理论中因果关系的验证带来了很多机会。 下面，笔者

将简要介绍几个典型案例，以便读者可以从中更加全面地了解这类研究的方法

论优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组织了一个旨在探索“互

联网和社交网络如何在解决一个紧急的跨区域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竞赛，
竞赛的目标是要参赛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美国大陆上 １０ 个红色的气象气球。
与其他团队设置的只奖励最后找到气球的人的奖励机制不同，麻省理工学院彭

特兰（Ａｌｅｘ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等人基于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机制（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２００５）提出了一种层层递推的激励机制。 参与者领取待解决的任务后，通过社交

媒体或者其他方式找到自己朋友中可能会解决问题或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人

参与进来，最终形成一个链条。 如果某个人 Ａ 最终解决了问题，Ａ 是由 Ｂ 引入

的，Ｂ 是由 Ｃ 引入的，Ｃ 是由 Ｄ 引入的，那么 Ａ、Ｂ、Ｃ、Ｄ 共同分享奖金。 彭特兰小

组利用这个机制的吸引力在比赛前就招募到了 ４４００ 人帮助寻找气球，最终也在

正式比赛中以最短的时间找到了 １０ 个气球，夺取了比赛的冠军（Ｐｉｃｋ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这一实验奖励机制也启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顾勤、周
涛，２０２１）。

另外一个是关于马太效应理论的网络实验。 萨尔加尼克等人（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利用互联网招募了 １４３４１ 名青年志愿者参加一个音乐鉴赏任务。 他

们被要求对 ４８ 首新歌进行从优到差的排序。 这些人被分为 ９ 个组，其中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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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愿者看不到任何其他人的信息，其余志愿者被分为 ８ 个组，他们在评价歌曲

的同时可以看到每一首歌被他们所在小组人员下载的次数。 萨尔加尼克等人发

现，控制组不同歌曲下载的次数比较接近，但是另外 ８ 个组中歌曲下载次数的差

异远远大于控制组，出现了“赢者通吃”的现象。 这暗示了马太效应的存在：初
始下载次数占优的歌曲会影响其他志愿者下载，从而使得初始的差距被进一步

放大。 在一个后续实验中，研究团队颠倒了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歌曲下载的初

始排名，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 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８）。 范德赖特（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研究小组做了另外一个揭示初始条件设置导致马太效应发生的网上实

验，并完整地观察到这一过程（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２０１４）。 他们在众筹网站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
上随机选择了 ２００ 个新的众筹项目，这些项目被选择时的筹款总额都是 ０ 美元。
然后，研究组随机选择 １００ 个项目（控制组）不做任何操作，另外 １００ 个项目给一

笔随机选定额度的初始捐助。 尽管在选择要给哪些项目进行初始捐助的时候研

究组是盲目的，但是这些获得了少量初始捐助的项目最终成功募集到所需资金

的概率是另外 １００ 个控制组项目的两倍，初始的 ２４. ５２ 美元平均能吸引 １９１ 美

元的额外捐助。
综上，实施大规模互联网实验可以解决以往线下实验样本量小、代表性不足

等问题，从而通过较低的成本形成或验证以往无法验证的理论。

六、基于大数据（或结合结构化数据）先探索后验证的

整合研究

基于大数据或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的整合数据还可以开展先探索后验证的

整合性研究。 一方面，探索性研究可以获得定量化的社会现象之间可能的联系

的规律，在与理论对话中获得对现象的解释或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命题。 另一方

面，验证性研究可以在已有命题的基础上做出理论验证的研究设计，提出假设，
用计量工具 ／实验来验证假设。 这种整合性的研究兼具理论上的推论性和应用

上的可预测性。
笔者以组织管理中某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影响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为例

来简述这一过程（Ｌｕｏ ＆ Ｇａｏ，２０２１）。 我们收集了该公司两万余名员工形成的三

千多个团队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五年期资料。 本案例采用的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在探索性研究部分，回顾已有文献中影响团队创新的因素，整合大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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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数据并计算表征上述影响因素的指标，形成指标体系，针对“团队是否具

有高创新能力”这一问题建立预测模型，依据预测模型作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Ｉ）分析，对特征重要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 第二，在探索

性研究启发验证性研究部分，针对探索分析得到的、但已有理论未提供解释的新

的发现，使用反溯推理（ａｂ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Ｐｅｉｒｃｅ，１８９３）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并

得出结论，从而对预测模型的黑箱作出进一步解释，由此完成先探索后验证的整

合研究。
本案例数据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全公司员工参与项目和培训课程

的带有时间戳的印记化记录，包括其参加项目和课程名称的文本，还包括团队内

面试官对新招聘员工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评价文本等非结构化数据。 另一部分

为这些团队的创新奖励记录、员工个人信息等结构化数据。 已有影响团队创新

的因素主要包括：团队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团队对外获取异质知识、资源的能

力）、知识与技能、团队内网络密度（团队内成员的互动特征）、团队规模、团队成

员组成（相似性和异质性）等。 因此笔者对团队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网络位置以

及员工知识进行定义和测量，并从数据中得到相关的指标。
为了测量团队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笔者根据员工参加项目记录，将员工作

为节点，如果两个员工在同一时间段共同参与同一个项目，则二者之间就形成了

一条项目合作的连边。 由于员工本身嵌入在正式的团队中，最终可以形成嵌入

在同一或不同“团队”中的员工与员工之间项目合作网络，进而计算相关网络指

标来表征团队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团队内的互动特征。
员工培训课程中的知识多样性主要通过员工参加培训课程的记录来计算。

因为培训课程知识为文本数据，需要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对其中涉及的知识作

分类，形成每一个团队中“员工—获取知识分类”的矩阵，并使用信息熵计算团

队中员工通过参加培训课程获得知识的多样性。
招聘员工知识的多样性则基于面试官对新招聘员工知识和技能的评价文

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出新聘员工技能的实词，再利用词向量和词嵌

入的方法表示出文本特征。 最终所有员工知识和技能点在嵌入空间中的平均距

离即可表示出员工知识的多样性。
通过对结构化数据库的分析，可以得到团队的创新能力、团队成员组成的性

别、职级、工作类型多样性，以及平均年龄、任期、团队规模等。
基于上述建立的指标体系，随机筛选 ５０％ 的样本建立针对“团队是否具备

高创新能力”的预测模型，使用十折交叉验证的方法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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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的样本用于后续验证性分析。 以 ５０％作为训练集，５０％作为测试集建立预

测模型，使用多种预测模型的实验中得到 ＸＧＢｏｏｓｔ 预测模型准确率最高，平均准

确率为 ７６％ 。 接下来作预测模型的可解释 ＡＩ 分析，使用 ＳＨＡＰ 模型，对指标重

要性进行排序并筛选重要指标，得到除团队成员构成的其他指标外，“参加培训

课程知识多样性”“合作网络 Ｅ⁃Ｉ 指数”①“新员工知识与上一年入职新员工知识

差异”“团队内合作网络密度”（不分先后）这些指标对于团队创新能力的提高影

响最大。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团队高创新能力关系

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培训知识多样性和新员工与上一年入职员工知识差异

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提高对团队创新能力的预测准确率，而在已有理论中却缺少

知识和网络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团队创新能力影响的阐述。
综上，在建立预测模型和可解释模型的探索中，得到三个结论：（１）合作网

络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能力的积极效果 （ Ｂｕｒｔ，２００４； Ｃａｒｎａｂｕｃｉ ＆ Ｄｉóｓｚｅｇｉ，
２０１５）。 （２）团队员工参加培训知识多样性是影响创新的重要指标（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 Ｙｕｋｉ， １９９２；Ｂｒｏｗｎ ＆ Ｃｈａｒｌｉｅｚ， ２０１３）。 （３）招聘知识多样性高，或与上一年入

职员工知识异质性高的员工进入团队，可以为团队带来更异质的想法，增强团队

创新能力。
针对上述几个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团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已有理论中

缺少解释的现状，启发我们在理论上来进行推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发展理论并开展验

证性研究（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基于此，在验证性分析部分，笔者提出并验证

了团队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和团队员工培训课程学习知识的多样性分别受到新

注入的知识的多样性（即招聘知识与上一年入职员工知识的差异）的调节，对提

高团队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首先提出假设。 由于在网络中多样化的知识对于创新的积极效果受到传播

过程异质信息快速同质化的影响，学习多样化知识很难长期维持团队的高创新

能力。 而“注入”知识多样性的员工会给网络带来一个积极的“震动”，改变团队

在网络中组织知识的方式，使得团队可以更好地利用网络中异质的结构和内容

的创新优势，带来更多的想法，改变已有成员的认知结构（Ｐｅｒｒ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进而调整成员固有的看待已有知识的方式，塑造他们新的认知，为创新带来新的

活力。 因此，我们提出了假设 １。
假设 １：新加入员工与上一年入职员工知识的差异正向调节团队培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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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对提高团队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
一个团队中的员工有更多的团队外的合作者有利于团队成员与更多的不同

工作模式和知识特征的团队进行交流、资源共享，因此有助于团队创新。 但是，
由于长期稳定合作的团队之间已深谙彼此交互的术语，这种例行的合作模式会

导致团队之间在合作中变得僵化（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２；Ｐｅｒｒｅｔｔｉ ＆ Ｎｅｇｒｏ，２００６）。 因此，
团队中有新的成员加入，会对团队之间的合作者重新思考合作方式和互动模式

产生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与已有成员相比，具有异质知识的新成员的加入不

仅会让已有合作网络中的成员重新思考他们与新成员的工作配合方式，旧的合

作关系下的成员之间也会重新调整和思考他们合作的策略与模式。 带有异质知

识的新成员加入合作网络会增强团队在跨团队合作网络中的优势地位。 因此提

出假设 ２。
假设 ２：新的带有异质知识的员工的加入正向调节团队在合作网络中的开

放度（Ｅ － Ｉ 指数来衡量，越大代表开放度越大）对团队创新的积极影响。
使用上述随机划分的剩余 ５０％ 的数据集，笔者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在控制历史创新能力和其他影响团队创新因素的基础上，合作网络Ｅ － Ｉ
指数和新入职员工与上一年入职员工知识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维持团队创新能力

存在积极的效果（β ＝ ０. ０２５，Ｐ ＜ ０. ００１），员工培训课程知识多样性和新入职员

工与上一年入职员工知识差异的交互作用同样对维持团队创新能力存在积极的

效果（β ＝ 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１ ＜ Ｐ ＜ ０. ０１）。 最终假设 １、假设 ２ 均被证明。
综上，第一阶段探索性分析中二者之间的特征交互作用对团队创新能力影

响的探索结果在理论上获得了解释，后续研究可以根据探索性分析得到的其他

洞见来形成更多值得验证的理论假设。
通过对大数据的充分利用，本案例使用了综合的、扩展的测量指标，建立了

具有较好预测准确率的预测模型，对影响团队创新解释机制做出了理论上的贡

献。 同时，通过这个研究案例还可以看出，非结构化与结构化数据的融合可以形

成较大规模的样本量，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数据集进行探索和验

证，避免使用同一批数据既做拟合又做验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检验以往研究中

理论可重复性低的问题（Ｎｏｓ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以上案例展示了从探索性研究到验证性研究的一条演进道路。 此外，还有

研究先基于理论假设作验证，再使用预测模型探索重要特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也有研究同时建立预测模型和可解释模型，二者之间不断对话，启发理论

创新。 例如在 ２０１８ 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Ａｗ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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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２２３ 个国家 ４０００ 万参与者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决策选择的数据，通过探索性和

验证性整合研究来启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发现了以往忽略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一

些伦理规范问题，例如人类决策过程的内在冲突、人际冲突、伦理道德的文化差

异等。 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Ａｇｒａ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使用该数据对预测模型和决

策心理模型进行了对话和相互的修正，针对预测模型和心理模型预测结果差异

较大的样本进行分析，获得在具体决策情境下，一些在心理模型中未被注意到的

几种因素的交互关系对决策的影响，启发作者提出理论假设并做出实验验证，使
得心理可解释模型更加完善。 最终得到了仅由 ２２ 个参数组成的心理理论模型，
相比于未考虑交互项但具有超过 ３０００ 个参数的深度学习模型，该模型兼备高预

测精度和可解释性。 正如鲁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ｕｄｉｎ）所强调的，在高风险决策中仅仅

依靠预测模型及其特征重要性分析是非常危险的，应该辅以严格的验证性分析，
结论才具有可靠性和推论性（Ｒｕｄｉｎ，２０１９）。

综上，大数据（或与结构化数据整合）的探索性和验证性相结合的研究可在

理论解释模型上提供新的洞见，具体包括：（１）获得新的理论的测量指标、测量

方法，或者对原有缺少可解释性的指标进行拆解或重新划分。 （２）获得不同指

标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因变量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３）获得在社会治理、知识

决策、政策干预上新的洞见和启发。 将这种探索性和验证性的研究综合起来，可
以获得理论上的可解释性和较高的预测性。

七、总结与讨论

融合大数据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开始见诸学术期刊不过二十年左右

的时间，大量的文章则在最近几年才出现。 相比社会科学漫长的历史来说，社会

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方兴未艾，整体上来说还处于不断摸索前进的

阶段，本文主要在方法论上做了一个阶段性小结。 本文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探索

性研究、验证性研究以及数据取得的三种不同方法（收集电子印迹的大数据、整
合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库或问卷调查的数据以及互联网实验数据）划分了五类

研究方法，并对每一类研究方法给出了一个梗概的介绍。 不排除将来还有更多

的研究进路被发现和使用。 毋庸置疑的是，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方

法论，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与研究范式。
需要强调的是，与早期的大数据研究仅强调归纳而忽略因果、演绎推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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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计算更多强调用理论指导计算机技术探索并解释社会规律和模式，与社

会学理论形成密切的对话，最终用于启发、验证或修正理论。
当然，如前文所述的方法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挑战，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作

更多的贡献。
首先，将社会计算研究用于政策干预和指导存在较大的挑战。 邦德等人研

究中涉及 ６１００ 万人的实验并形成干预，这类研究不仅仅立足于解释和预测，更
重要的目标是达成有利于社会发展、降低不平等（Ｂ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２０１６）的干预，但此类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其次，几种研究方法可能带来一系列法规、道德和伦理的问题，需要研究人

员谨慎对待。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本身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科学伦理问题

（Ｐｏｌｄｏｌｎｙ，２００１）。 具体来说，第一，要特别注意保护被分析对象的隐私。 在使用

“自然数据”时，一部分数据并非来自公开网站（例如智能手机数据），一部分数

据虽然来自公开网站但不等于用户希望别人看到自己被分析的结果———例如一

个人愿意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向好友公开他的信息，但不等于他愿意公开通过其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数据预测到他罹患抑郁症（ｄｅ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或者是男同性恋

（Ｋｏｓ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结论。 虽然研究论文使用和报道的数据经过匿名化处

理，但是最近一些研究发现可以通过这些匿名数据反推到个体（ ｄｅ Ｍｏｎｔｊｏｙ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所以在报告研究结果和共享研究数据时要非常谨慎，避免其

他研究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反向识别数据对象的身份。 第二，在开展互联网实验

时，有些时候为了实验效果，受试者并不知道自己处于实验环境下，研究人员必

须充分评估实施实验对受试者的情绪和心理造成的影响。 第三，对于分析结果

和结论的公开也要谨慎。 譬如数据分析和生物、物理实验可能会揭示不同种族

的人群因为基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公开

可能反而会将弱势群体置于更不利的位置。
结合本文所给出的几种研究方法类型，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计算

研究可总结为验证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或是两者的结合。 固然在单一论文中

这五类研究方法多是单独使用的，但在系列研究中，探索性与验证性研究却应在

如图 １ 所示的理论、数据挖掘和模型的三角对话中一轮又一轮地交互进行。 伴

随着理论、数据挖掘和模型的三角对话，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演绎法和归

纳法。
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为大数据挖掘提供指导，选择更适合刻画研究对

象的指标，实例化或修正算法。 另外，理论还可以为机器学习模型或者动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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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建立提供灵感或直接支持。 得到模型后也需要继续与理论进行对话，判
断是否与已有理论一致，如果一致则为理论的验证，如果不一致则对模型进行影

响准确率因素的分析，以不断修正模型。
另一方面，随着数据驱动的预测模型的建立，数据挖掘结果和机器学习模型

同样可以启发探索新的理论方向，验证或挑战已有理论。 当理论与机器学习模

型不一致时，通过对模型作可解释人工智能算法、定性调查、分错误样本溯因，综
合判断是否需要对理论进行修正和重新阐述，可提出相应的命题（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同样，因数据驱动而建构的模型后续还可继续根据提出的命题来完成验

证性研究。 这些例子可以在本文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找到。

图 １　 理论验证、数据挖掘、机器模型的三角对话（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本文所讨论的验证性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利用数据挖掘结

果和机器学习或动态模拟模型，提供理论修正或重建洞见。 这只是完成了弱模

型（ｗｅａｋ ｍｏｄｅｌ）的建立，接下来可根据探索性研究提出的命题，继续结合理论提

出严格的理论假设，再收集大数据、建立因果模型、验证假设，最终得出更具推论

性的结论。 第二类是利用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的整合进行理论验证。 结构化数

据库或问卷调查可以提供扎根真相，因果模型可以验证理论假设，大数据则可以

测量和计算更多相关指标，从而极大地丰富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议题。 第三

类则是根据理论设计大规模互联网实验。
如本文第四部分所描述的探索性研究案例，可以在一轮又一轮的三角对话

中，与某一研究相关的各类型数据整合在一起，预测模型被建立且在修正中准确

度不断提高，由此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发展。 从探索性到验证性

的完整研究在第六部分案例中有所展示。
很多学科都曾因为理论和方法的突破而产生重大转折。 这个转折期往往群

星璀璨，硕果累累。 ２０ 世纪初期量子力学理论对物理学的影响、２０ 世纪后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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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测序技术对生物学的影响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这一历

史悠久的学科正在因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而经历一次重大的转折。
希望在可见的未来可以有更多新鲜的血液，在一个学科发生重大转折的开始时

期就注入进来，从而将此一新方法深植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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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 Ｔ. ， Ｇ. Ｋｉｎｇ， Ｓ.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 Ｔ. Ｄ.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６，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５１（１０３７）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２０１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ｕ， Ｗ. ， Ｊ. Ｄ. Ｌｕｏ ＆ Ｊ. Ｌｉｕ ２０１９， “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ｌｉｔｅ⁃Ｃｌｉｑｕ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５７．

Ｈｅｍｐｅｌ， Ｃ. Ｇ. ＆ Ｐ.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 １９４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

Ｈｉｌｌ， Ｒ. ＆ Ｒ. Ｉ. Ｄｕｎｂａｒ ２００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ｚ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４（１）．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 Ｙ. Ｖ. ， Ａ. Ｌｊｕｎｇｑｖｉｓｔ ＆ Ｌ. Ｕ.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ｓ ａ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６５（３） ．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Ｉ. ， Ｃ.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ｈ， Ｃ. Ｇｒäｆ， Ｊ. Ｋöｎｉｇ， Ｍ. Ｆ.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Ｋ. Ｓｃｈｎｉｃｋ⁃Ｖｏｌｌｍｅｒ， Ｍ. Ｂｌｅｔｔｎｅｒ， Ｍ. Ｓ.

Ｕｒｓｃｈｉｔｚ ＆ ｉｋｉｄＳ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８，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ｒ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３（３）．

Ｈｏｆｍａｎ， Ｊ. Ｍ. ， Ｄ. Ｊ. Ｗａｔｔｓ， Ｓ. Ａｔｈｅｙ， Ｆ. Ｇａｒｉｐ， Ｔ. 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Ｊ.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Ｈ. Ｍａｒｇｅｔｔｓ， Ｓ.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Ｊ.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Ｓ. Ｖａｚｉｒｅ， Ａ. Ｖｅｓｐｉｇｎａｎｉ ＆ Ｔ. Ｙａｒｋｏｎｉ ２０２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Ｎａｔｕｒｅ ５９５．

Ｈｕ， Ｊ. Ｔ. ， Ｑ. Ｍ. Ｚｈａｎｇ ＆ Ｔ.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９，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ＥＰＪ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

Ｈｗａｎｇ， Ｋ. １９８７，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ｖ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ａｍ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２（４）．

Ｊａｓｎｙ， Ｂ. Ｒ. ＆ Ｒ. Ｓｔｏｎｅ ２０１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５５（６３２４） ．

Ｊｉ， Ｚ. ２０１１，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ａ： Ａ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Ａ. Ｙ. Ｃｈａｕ （ ｅｄ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Ｊ. ＆ Ｐ.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２００５， “Ｑｕｅｒ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４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 － ２５．

Ｋｏｅｎｉｇ， Ｈ. ， Ｅ. 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Ｂ. Ｌ. Ｄａｖｉｄ ２００１，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ｏｓｉｎｓｋｉ， Ｍ. ， Ｄ. Ｓｔｉｌｌｗｅｌｌ ＆ Ｔ. Ｇｒａｅｐｅｌ ２０１３，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０ （１５） ．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 ＆ Ｒ. Ｎ. Ｓｔｅｒｎ １９８８，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１．

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 Ａ. ２０１１，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ｔｃ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４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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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ｚｅｒ， Ｄ. ， Ａ.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Ｌ. Ａｄａｍｉｃ， Ｓ. Ａｒａｌ， Ａ. Ｌ. Ｂａｒａｂａｓｉ， Ｄ. Ｂｒｅｗｅｒ， Ｎ.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Ｊ.

Ｆｏｗｌｅｒ， Ｍ. Ｇｕｔｍａｎｎ， Ｔ. Ｊｅｂａｒａ， Ｇ. Ｋｉｎｇ， Ｍ. Ｍａｃｙ， Ｄ. Ｒｏｙ ＆ Ｍ. Ｖ. Ａｌｓｔｙｎｅ ２００９， “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３（５９１５）．

Ｌｉ， Ｂ. ， Ｄ. Ｈａｏ， Ｄ. Ｊ. Ｚｈａｏ ＆ Ｔ.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３１ｓｔ

ＡＡ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

Ｌｉ， Ｍ. ， Ｒ. Ｒ. Ｌｉｕ， Ｌ. Ｌü， Ｍ. Ｂ. Ｈｕ， Ｓ. Ｘｕ ＆ Ｙ. Ｃ.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１， “ Ｐｅｒｃ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９０７．

Ｌｕ， Ｊ. ＆ Ｑ. Ｇａｏ ２０１７，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２．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Ｓ. ＆ Ｓ. Ｉ. Ｌｅｅ ２０１７，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ｉｐ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 Ｍａｙ ２２．

Ｌｕｏ， Ｊ. Ｄ. ， Ｘ. Ｇａｏ， ２０２１， “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ａ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３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ｉｌａｎｏｖ， Ｈ. ＆ Ｄ. 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４（６） ．

Ｍｉｌｇｒａｍ， Ｓ.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２（１） ．

Ｍｏｏｄｙ， Ｊ. ２００１， “ Ｒａ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３） ．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Ｅ. Ｗ. ２００２，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５（６） ．

Ｎａｔａｒａｊ， Ｐ. １９６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ｓ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ｉｒｌ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５（１）．

Ｎｅｗｍａｎ， Ｍ. ２００３， “Ｍｉｘ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 ６７（２） ．

Ｎｏｓｅｋ， Ｂ. Ａ. ， Ｇ. Ａｌｔｅｒｇ ＆ Ｃ. Ｂａｎ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８．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９

（６２５１） ．

Ｐａｒｋ， Ｒ. Ｅ. １９２４，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６） ．

Ｐｅｉｒｃｅ， Ｃ. Ｓ. １８９３， 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ｓ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Ｓ．

Ｐｅｒｒｅｔｔｉ， Ｆ. ＆ Ｇ. Ｎｅｇｒｏ ２００６， “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Ｅｍｐｔｙ Ｓｅａｔｓ：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９ （４） ．

Ｐｉｃｋａｒｄ， Ａ. ， Ｗ. Ｐａｎ， Ｉ. Ｒａｈｗａｎ， Ｍ. Ｃｅｂｒｉａｎ， Ｒ. Ｃｒａｎｅ， Ａ. Ｍａｄａｎ ＆ Ａ.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２０１１， “Ｔｉｍ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３４（６０５５） ．

Ｐｏｌｄｏｌｎｙ， Ｊ. Ｍ. ２００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

（１） ．

Ｐｏｌｌｅｔ， Ｔ. Ｖ. ， Ｓ. Ｇ.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Ｒ. Ｉ. Ｄｕｎｂａｒ ２０１１，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ｚｅ， ｏｒ ｔｏ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ｌｏｓ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１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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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ｏｐａｔ， Ａ. Ｅ. ２００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３５（２）．

Ｐｕｒｚｙｃｋｉ， Ｂ. Ｇ. ， Ｃ. Ａｐｉｃｅｌｌａ， Ｑ. 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Ｅ. Ｃｏｈｅｎ， Ｒ. Ａ.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 Ａ. Ｋ.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Ｄ. Ｘｙｇａｌａｔａｓ，

Ａ. Ｎｏｒｅｎｚａｙａｎ ＆ Ｊ. Ｈｅｎｒｉｃｈ ２０１６， “ Ｍｏ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ｄｓ，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ｅ ５３０（７５９０） ．

Ｒｉｔｔｅｒ， Ｒ. Ｓ. ， Ｊ. Ｌ. Ｐｒｅｓｔｏｎ ＆ Ｉ.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２０１４， “Ｈａｐｐｙ Ｔｗｅｅｔ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Ｈａｐｐｉｅｒ， Ｍ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ｈａｎ Ａｔｈｅｉｓｔｓ 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

（２） ．

Ｒｕｄｉｎ， Ｃ. ２０１９， “ Ｓｔｏ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ｋ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Ｍ. Ｊ. ２０１７， Ｂｉｔ ｂｙ Ｂ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Ｍ. Ｊ. ＆ Ｄ. Ｊ.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８，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ｒｄ Ａｓｔｒａｙ：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ｌｆ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７１（４） ．

Ｓａｌｇａｎｉｋ， Ｍ. Ｊ. ， Ｐ.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 Ｄ. Ｊ.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１（５７６２） ．

Ｓａｍｐａｓａ⁃Ｋａｎｙｉｎｇａ， Ｈ. ＆ Ｈ. 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２０１７， “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４５．

Ｓａｎｔａｎａ， Ｃ. ， Ｊ. Ｏ. Ｈｉｌｌ， Ｌ. Ｂ. Ａｚｅｖｅｄｏ， Ｔ. Ｇｕｎｎａｒｓｄｏｔｔｉｒ ＆ Ｗ. Ｌ. Ｐｒａｄ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Ｙｏｕｔ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１８（１０）．

Ｓｈａｈ， Ｄ. Ｖ. ， Ｊ. Ｎ. Ｃａｐｐｅｌｌａ ＆ Ｗ. Ｒ. Ｎｅｕｍａｎ ２０１５，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ｌｓ.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５９

（１） ．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Ｙ. Ｒ. ， Ｖ. Ｆ. Ｈｅ， Ｐ. Ｐｕｒａｎａｍ ＆ Ｇ. ｖｏｎ Ｋｒｏｇｈ ２０２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Ｕ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３）．

Ｓｏｎｇ， Ａ. Ｍ. ， Ｚ. Ｈ. Ｑｕ， Ｎ. Ｂｌｕｍｍ ＆ Ａ. Ｌ. Ｂａｒａｂａｓｉ ２０１０，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７（５９６８） ．

Ｓｔａｖｒｏｖａ， Ｏ. ， Ｄ. Ｆｅｔｃｈｅｎｈａｕｅｒ ＆ Ｔ. Ｓｃｈｌöｓｓｅｒ ２０１３， “Ｗｈｙ Ａｒ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２（１） ．

Ｓｔｅｅｌｅ， Ｊ. Ｅ. ， Ｐ. Ｒ. Ｓｕｎｄｓøｙ， Ｃ. Ｐｅｚｚｕｌｏ， Ｖ. Ａ. Ａｌｅｇａｎａ， Ｔｏｍａｓ Ｊ. Ｂｉｒｄ， Ｊ. Ｂｌｕｍｅｎｓｔｏｃｋ， Ｊ. Ｂｊｅｌｌａｎｄ， Ｋ.

Ｅｎｇø⁃Ｍｏｎｓｅｎ， Ｙ. ｄｅ Ｍｏｎｔｊｏｙｅ， Ａ. Ｍ. Ｉｑｂａｌ， Ｋ. Ｎ. Ｈａｄｉｕｚｚａｍａｎ， Ｘ. Ｌｕ， Ｅ. Ｗｅｔｔｅｒ， Ａ. Ｊ. Ｔａｔｅｍ ＆ Ｌ.

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 ２０１７，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１４（１２７） ．

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Ｓ. Ｉ. ＆ Ｇ. Ｙｕｋｉ １９９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４３（１） ．

Ｖａｌｌａｄａｒｅｓ， Ｍ. ， Ｅ. Ｄｕｒáｎ， Ａ. Ｍａｔｈｅｕｓ， Ｓ. Ｄｕｒáｎ⁃Ａｇüｅｒｏ， Ａ. Ｍ. Ｏｂｒｅｇóｎ ＆ Ｒ. Ｒａｍíｒｅｚ⁃Ｔａｇｌｅ ２０１６，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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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３５（８）．

ｖａｎ ｄｅ Ｒｉｊｔ， Ａ. ， Ｓ. Ｍ. Ｋａｎｇ， Ｍ. Ｒｅｓｔｉｖｏ ＆ Ａ. Ｐａｔｉｌ ２０１４， “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Ｂｒｅｅｄｓ⁃Ｓｕｃｃｅｓ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１（１９）．

Ｗａｎｇ， Ｆ. Ｙ.， Ｋ. Ｍ. Ｃａｒｌｅｙ， Ｄ. Ｚｅｎｇ ＆ Ｗ. Ｍａｏ ２００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２（２） ．

Ｗａｔｔｓ， Ｄ. Ｊ.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０（２）．

Ｘｕ， Ｐ. Ｈ. ， Ｌ. Ｋ. Ｙｉｎ， Ｚ. Ｔ. Ｙｕｅ ＆ Ｔ.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９，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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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ｓｈａｐｅ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ｔｏ １９８０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ｍ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ａｒ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ａｓ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ｘｉａｎ　 １７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ｏｂ⁃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９ ｔｏ

２０１４， ｂｕｔ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ｇｒｏｗ ｕｐ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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